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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第九十条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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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下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
——以劳动争议证明责任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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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争议有其特殊性，现有的学说和法律规定都不足以解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证明责任分配困境。通过对

两大法系事案解明义务的制度对比以及我国关于当事人陈述义务、文书提出义务等制度的法条沿革，发现我

国存在引入事案解明义务的法律环境。在排除传统辩论主义对事案解明义务争议的基础上，论证事案解明义

务与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关系。事案解明义务对与平衡劳动争议中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发现客观真实有

着重要价值，应该从事案解明义务制度的主体、适用时间、前提，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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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劳动争议纠纷解决采取“一裁两审”的特殊模式，劳动争议首先要经过劳动仲裁，双方当事

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继续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文简称《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七条①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仍多采取“规范说”

的标准，即“谁主张，谁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

文简称《民诉解释》）第九十条②规定，同时由提出主张的劳动者承担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风险。

然而劳动争议本身具有实质不平等性，外加劳动者的取证意识不强，导致劳动者在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中

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故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在修法时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实体权利，却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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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争议进入诉讼程序后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鲜有规定，并不成体系。a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的附属性地位，

也决定了其掌握的证据是有限的，而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不负证明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却有义务留存与

案件事实相关的充分的证据。b 劳动者因为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获取不到足够的证据从而导致败诉的

后果，这显然是偏离于法律发现实质真实的目标的。

为了破解劳动者的证明困境，学术界以及实务界认可将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解决路径，也即将劳动者

在最终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责任风险转移给原本不负证明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原因是劳动争议类似

于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处于实质不平等的地位，劳动者一方的取证技术较弱而用人单位离案件事实证

据的距离更近，为了平衡双方的证据能力而将证明责任倒置给用人单位。该学说和实践做法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劳动者的证明困境，但是却课予了用人单位过重的证明负担和极大的败诉风险，甚至导致劳动

者滥诉的现象出现，可见过于武断的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引发了新的不公正。面对不断增多的劳动争议案

件，实质公正的实现亟需新手段来修正证明责任分配困境，事案解明义务的引入也许是解决方法之一。虽

然各国相关的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是在诉讼中维护实质正义的目的却是相同的。本文拟在比较法视野之

下，对比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事案解明义务制度，将事案解明义务引入我国劳动争议之中，

弥补现有证明责任分配的不足，并在我国现有法律环境的基础上进行更具体的事案解明义务程序构建。

2  我国劳动争议的特征与证明困境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决定了双方之间的争议必然具有特殊性。与此同时，这

种特殊性也是导致双方形成证据落差，是劳动者在维权时陷入证明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2.1  我国劳动争议的特征

劳动争议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关系上，具体体现现为实质不平等性和人身隶属

性。劳动合同是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经过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的，劳动者付出劳动力使用权而用人单位

给予对等的劳动报酬的合意。但劳动合同以劳动者的劳动力使用权为标的，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移则需

要依附于劳动者本身。劳动合同具有的极强的人身依附性，使得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订立之初

便处于一个不对等的关系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想要获得生存并且积累财富就必须出让自己

的劳动力使用权，而掌握生产资料的用人单位此时便有了天然优势，有了更多与劳动者谈判的资本。在

劳动合同中，劳动者往往是妥协的一方。

在确定劳动关系之后，劳动者基于劳动合同的约定，向用人单位付出劳动力使用权。但劳动力使用权

不能脱离劳动者而独立存在，用人单位获取劳动力使用权的同时也是在支配着劳动者。在劳动者进入用人

单位的领域之后，劳动者要接受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约束，双方也就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关系。

在实践中，劳动者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及工资等重要因素主要都由处于劳动关系中心的用人单位支配。

a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 一 )》第四十二条、《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二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和第三十九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等。

b　比如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第六条中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

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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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劳动争议中的证明责任困境

劳动合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合同，劳动者会长期处于用人单位的管理组织中，用人单位的话语权

明显高于劳动者，所以当发生劳动争议时，双方的人身隶属性特征尤为明显。劳动者获取相关证据的渠

道被用人单位防守，双方的证据能力明显不对等。为了缓解这种困境，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多

种观点，主要有举证责任倒置说、案件分类说和自由裁量说。

举证责任倒置说认为劳动者的证据能力弱于用人单位，而且实践中也经常出现用人单位明明掌握证

据却故意不提出的情况，导致劳动者举证不能而败诉，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证明责任倒置给用

人单位。倒置说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 a 以及《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 b 中也

有所体现，可见劳动争议中证明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获得了一定认可，对司法实践中发现真实起着一定

效用。然而，仅仅因为劳动者一方举证较为困难，就大大降低劳动者的主观举证责任，将大部分证据提

出责任和最终的客观证明责任课予用人单位一方，这样的倒置真的公平吗？劳动法有两面性追求，除了

保护劳动者，也应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1］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当中，已经有对于劳动者有很多

倾斜性的规定来弥补劳动关系的不平等性，增强劳动者对抗资本的能力。劳动关系本身具有一定隶属性

色彩，但即便是特别强调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行政诉讼，也并非是不区分事实属性均由行政机关承担举

证责任。在诉讼的角逐中，应该赋予双方平等的武器和铠甲，而非因用人单位强大就剥夺其武装的权利。［2］

由此可见，证明责任倒置说的缺陷很明显。目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的案件都由法律明文规定而并不包

含劳动争议案件，一方面，如果将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广泛适用于劳动争议案件中，就破坏了我国好不容

易建立起来的规范说的证明责任体系。另一方面，在一些证据未形成的特殊案件中，由用人单位承担证

明责任就相当于宣判了其败诉结果。

案件分类说看到了倒置说的缺点，主张将劳动争议案件类型化，再根据不同分类制定统一适用的证

明责任分配规范。［3］这一学说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司法实践中劳动争议的

纷繁复杂性。即使是在同一类劳动争议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有多个要件事实，不同待证的事实性质不同，

证明责任分配也应有所不同，否则可能出现违背实体法规范目的及有失公平正义之结果。［4］自由裁量

说则可分为证明责任分割说与利益衡量说。证明责任分割说是在德国普维庭的法律要件分级理论基础之

上提出的，提倡法官在个案中对法律要件进行分级，由法官对证明责任分配进行自由裁量。［5］利益权

衡说则是对比了英美法系的相关制度，主张不存在事先制定的统一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由法官根据案件

事实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各种相关因素后，自由裁量的决定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6］英美法系国

家坚持从事实出发，所以法官造法被视为是一项正常的司法行为，然而在我国现有成文化司法体制下，赋

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会破坏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故自由裁量说在我国没有可供发展的环境。

a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或者劳动者直系亲属对于是否构成工伤发生争议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

证责任。

b　《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

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社会保险费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

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的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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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

示，2020 年、2022 年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民事案件中，属于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的结案数量分别为

446912 件、508852 件，而证明责任的分配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诉讼的结果。综合上文所述，举证责

任倒置说、案件分类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劳动争议个案的特殊性，而自由裁量说则不契合我国的司

法现状，劳动争议案件中实质公正的实现亟需新手段来解决现有证明责任分配难题。

3  事案解明义务的理论概述

事案解明义务又称事案阐明义务、事案协力义务等等，这一概念起源于德国，后来又在台湾地区和

日本得到进一步发展。事案解明义务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是指当事人就事实厘清负有对于相关有利及不

利事实之陈述（说明）义务，以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相关证据资料（文书、勘验物等）或忍受勘验之义务。［7］

但对于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来说，这些义务可以囊括进主张责任以及证明责任当中，故事案解明义务

通常仅针对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提出。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在由劳动者提出主张的劳动争议中，用

人单位作为非负证明责任一方的事案解明义务。

3.1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事案解明义务制度构建

事案解明义务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冯·希佩尔总结相关判例后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诉讼中负证

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因为处于案件发生经过之外而无法提出具体化主张的难题。经过学者施蒂尔纳对事案

解明义务的进一步具体阐述后在德国引起广泛讨论。施蒂尔纳认为，“如果无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不负担

全面的阐明义务，那么发现真实是‘不可想象’的。”［8］他认为可以从德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真

实义务、陈述义务a以及文书提出义务b等法律规定中类推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一般性事案解明

义务，即在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具有法律上重要意义的、有理由的主张进行阐明时给予协助。德国的

司法实践并未采用一般性的事案解明义务这一主张而是创制了从属的主张 - 证明责任制度，［9］由法官

在具体案件中自由裁量是否由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第二位的主张责任。与此同时，德国法院

将事案解明义务纳入主张 - 否认具体化的框架，认为通常情况下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案件事实陈述

或否认的具体化程度取决于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主张的具体化程度，而在例外情况下可以降低负证明

责任一方的主张具体化程度。德国的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其完备的法律规范基础。德国实体法上有着

广泛的情报请求权，包括无因管理请求权、合伙人检查请求权等等，所以面对证据偏在的情况，当事人

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就可以依照实体法规定获取不负证明责任一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即使进入诉讼程序，

德国法院也可以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以及诉讼法上的文书提出义务等条款要求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履行

证明协力义务。虽然德国法中没有对事案解明义务进行明文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却体现着让不负

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协力证明案件真实这一目的，特别是在当事人证据能力不平等的情况之下。

a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1）当事人应当对事实情况作出完整而真实的声明。（2）各当事人均应当就对

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出声明。

b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二条：举证人根据民法的规定有权要求交付或提交文书时，对方当事人负有提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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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春日伟之郎在德国学者关于事案解明义务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事案解明义务

的四要件a，并以此来构建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范围。四要件说的影响很广泛，也获得了学界普遍的认同。

日本的照会制度也是体现事案解明义务理念的具体制度之一，即诉讼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开始之前相互收

集对方所掌握的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必要性事项，其目的在于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证据能力。日本《民事

诉讼法》第 163 条 b 也列举了六项免于照会的事由。但是照会的过程没有司法机关的参与，仅在双方当

事人之间开展，证据收集的有效性很难保证，这也是日本学界诟病该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的当事人事证开示义务被认为是一般化的事案解明义务。［10］事证开示义务既包括当事人和诉

讼外第三人的证据、证言提供义务，也包括当事人之间的询问书、证据提出请求以及人身勘验及检查义

务，其内容比大陆法系所讲的事案解明义务宽泛很多。这与英美法系“事实出发型”的制度背景息息相关，

也是由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所决定的。英国也规定了当事人的证据开示义务并将该义务主体扩展至第三

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不同的诉讼结构和司法理念孕育了内容迥异的事案解明义务，但是最大程

度发现案件真实的司法理念是一致的，我国应该在借鉴外国法的基础之上，完成本土化建构，并将其适

用于劳动争议案件中。 

3.2  我国法律中事案解明义务的体现与沿革

事案解明义务亦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文体现，但是事案解明义务内涵之下的当事人陈述义务、文书

提出义务以及证明妨碍制度却在我国经历了立法沿革。

当事人作为直接经历案件发生的主体，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对发现案件真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民诉解释》颁布之前，对当事人到庭的要求很宽松。人民法院只有在非当事人到庭不能查明案件事

实的情况下，才能要求案件以及其他特殊身份案件中的当事人到庭。法院也鲜以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裁判

依据。2015 年《民诉解释》出台后，在一百一十条 c 规定了法院可以强制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

并可以要求当事人签署真实陈述的保证书。这意味着，法院有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陈述真实

案件事实的自由裁量权。该条可以视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有“真实、完整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

与事案解明义务的内涵不谋而合。而现行的《民诉解释》中也继续保留了该条款。2019 年新修订的《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至六十五条也更细致地规定了这一义务的具体内容。在劳动争议案件

中，用人单位真实陈述争议事实便是履行了事案解明义务，大大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负担同时也能促进发

现实质真实。

书证作为重要的证据方法之一，在举证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长期处于被管

a　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不可归责的处于事件经过之外，解明案件事实有困难；第二，案件事实的阐

明不会对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造成过重的负担；第三，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有义务先提出相关主张；第四，对不负证明责

任的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有期待可能性。

b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当照会事项满足以下任意条件时：（1）抽象或不具体；（2）侮辱对方当事人或使之困惑；

（3）与已提出的照会相重复；（4）征求意见；（5）对方当事人为了作出回答而需要不适当的费用或时间；（6）与可以拒绝证

言相同的事项；当事人不承担照会义务。

c　《民诉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

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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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地位，故能接触到的书证材料少之又少，作为上位者的用人单位往往掌握着大量书证。我国《民诉

解释》历经 3 次修订，却始终在第一百一十二条 a 规定了不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的书证提出义务。负证

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方当事人提出其掌握的书证证据，同时在一百一十三条 b 规定了不

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毁灭书证并且构成证明妨碍时的法律后果。这意味着我国法律也要求不负证明责

任一方当事人在一定情形下有提出证据材料的义务，这也是事案解明义务的应有之义。由我国民事诉讼

领域的法条演变可见，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协力证明义务越来越被重视，这也意味着我国虽然没

有事案解明义务的明文规定，但是事案解明义务的理念已经被吸收进了立法之中，我国拥有事案解明义

务进一步发展的法律环境。在劳动争议之中，用人单位在占有证据的天然优势之上，也必须要承担相应

的解明义务，这是发现案件真实的应有之义。

2001 年以及 2008 年的《民事证据规定》第六条c都规定了用人单位在特定劳动争议案件中的证明责任，

该条也常常被视为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体现，但是 2019 年新《民事证据规定》中则删去了这一条，证明责

任倒置规定的弊端已经被发现。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一》第十三条d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e中均有

课予用人单位证明责任的相关内容，但均已失效。现行有效的条文中关于劳动争议证明责任分配的内容少

之又少，不足以支撑证明责任的公平分配。解决劳动争议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必执着于为其构建一套特有的

证明责任体系，在现有的规范说基础上，将事案解明义务引入劳动争议中也不失为一种最优解。

4  事案解明义务与劳动争议证明责任的关系	

大陆法系的一些学者不赞同事案解明义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事案解明义务不在辩论主义范畴之内。f

除此之外，传统辩论主义还发展出“任何一造无须为对方提出武器，亦无自我揭示不利事实之义务”的

观点。［7］然而辩论主义的适用是立足于一个假设之上的，即双方当事人的证据能力相当，攻防水平相当。

但是越来越多证据偏在案件的涌现，双方当事人实力悬殊，弱势一方将无法获得平等对抗的机会和手段，

难以实现双方对抗的平衡和实质平等，在风险和机会都不平等的情况之下，辩论主义也需要被修正。［11］

与此同时，反对者还认为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事案解明义务会破坏证明责任体系，使得主观

a　《民诉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

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

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b　《民诉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持有书证的当事人以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关书证或者实施其他致使书证

不能使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对其处以罚款、拘留。

c　法条内容为：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

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d　法条内容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

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e　法条内容为：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

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f　辩论主义包含的三个命题：第一，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依据。第二，法院应当将双方当事人都没有

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第三，法院对证据的调查原则上只限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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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责任流于表面，而客观证明责任将不复存在。厘清事案解明义务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具体的劳动争议中，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并没有改变规范说之下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劳动者提

出主张的，仍需履行事实证据提出义务，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客观证明责任也仍由劳动者承担。反对

者提出的，事案解明义务会使主观证明责任流于表面这一观点并不全面。事案解明义务只是将劳动者的

部分证据提出义务即部分主观证明责任转移给了用人单位，沿用日本学者春日伟之郎的四要件说，一般

情况下劳动者仍然需要首先提出具体化的主张和线索，经过法院审查后再课以用人单位解明义务，且在

用人单位能够轻松阐明案件事实的可期待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即使转移了部分主观证明责任，也不会对

不负证明责任一方产生过重的举证负担，事案解明义务并不会消灭劳动者的主观证明责任。对于一个劳

动纠纷案件来说，最后的案件结果无非三种情形，即劳动者主张事实为真、劳动者主张事实为假，以及

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客观证明责任只适用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如前文所述，事案解明义务并

不是证明责任倒置，客观证明责任仍属劳动者一方，不负证明责任用人单位仍适用反证的证明标准。但

是由于用人单位承担了一部分主观证明责任，所以法院更容易查清案件事实真相，最终案件真伪不明的

情况就会减少，即客观证明责任的适用空间的确被缩小了。然而课予主张一方客观证明责任本就是法院

在不能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之下的无奈之举，是“最后的救济”，［12］并不能体现实质的司法公正。从

这个层面上来说，案件事实的查清与客观证明责任的适用是成反比的一对概念，用人单位的事案解明义

务促进法院发现案件真实，案件的真伪就很容易判断，客观证明责任的存在空间理所应当会被挤压。事

案解明义务减少了利用证明责任规范进行判决的必要性，同时增加了真伪不明时利用证明责任规范进行

裁判的正当性，特别是当双方都穷尽证据时，案件仍真伪不明的情况下。［13］

5  劳动争议中事案解明义务的完善路径

事案解明义务能够修正传统辩论主义下僵硬的证明责任体系，与此同时也不会对现有的“法律要件

分类说”下的证明责任体系造成重大破坏。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如何完善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特别

是用人单位的事案解明义务，构建一套完整的劳动争议事案解明制度，就成了研究的重心。

5.1  事案解明义务在劳动争议中的主要内容

首先，在启动主体方面。按照我国书证提出命令的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确定书证在相对方控制之

下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审查通过之后才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与英美法系的事证开示制度相比，

除了人身勘验或检查需要向法院申请之外，其他材料均由当事人自主释明，法院只是消极的程序看守人。

但在我国职权探知主义的诉讼模式之下，赋予法官一定的审查权更能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同时，

《民诉解释》一百一十条所规定的书证提出制度的适用前提是劳动者要向法院证明书证在对方控制之

下，这里的证明标准应该是疏明标准，否则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会是另一个证明困境。该条的内容忽略了

一种情况，即劳动者可能根本不知道用人单位掌握着什么程度的书证，所以在严重证据偏在或者劳动者

在案件发生之外的案件中，法院可以通过自由裁量再适度降低劳动者的申请标准。

其次，在事案解明义务的启动时间方面。日本当事人照会制度的适用范围已经从诉讼系属后扩张

至诉前。由于我国关于事案解明义务的规定还不完善，将事案解明义务引入劳动争议还需要适应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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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在事案解明义务还不成熟的现状之下，本文认为还是在诉讼开始之后再启动比较妥帖。诉讼开

始之后，口头辩论终结之前，负证明责任一方均可向法院提出申请，以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关于事案

解明义务是否及于第三人，在英美法系中，案外第三人均负有提出证言或提出文书等义务。我国的书证

提出义务暂未涉及第三人，但是本文认为在劳动争议中，当第三人与不负证明责任一方的当事人存在特

定关系时，该义务可以拓展至第三人。比如劳动者与分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事案解明义务可以及于总公

司，因为分公司附属于总公司，总公司可以对分公司的资金、人事等情况进行管理。这也是《公司法》a

中规定劳动者可以将总公司和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合理延伸。事案解明义务一般包括了“陈述案件事

实”“提出证据资料”“忍受勘验”等义务，这些义务也应该在劳动争议中具体化为用人单位提出考勤表、

工资单等义务形式。

5.2  事案解明义务在劳动争议中的适用前提以及法律后果

在劳动争议中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条件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逐渐认同将负证明责任

人的具体化的主张作为前提。结合四要件说，本文认为在一般性劳动争议案件中，首先负证明责任人要

提出具体化主张并通过法院的可信性审查，达到疏明标准。其次，解明案件事实的范围在不负证明责任

人一方当事人的可期待范围之内，即相对方当事人能较为轻易地解明案件而不会造成过重的举证负担。

而在一些特殊劳动争议，例如在证据偏在型案件中，可以适当减轻当事人主张的具体化程度，达到初步

证明地步即可；在证据未形成案件中也要注重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如果用人单位不具有可苛责性，

就不能对用人单位课以过重的解明义务。当然，上述条件都是在法官课以自由裁量的范畴之内。

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法律后果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在规定文书提出义务以及证明妨碍的法律后

果中，规定了“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证据规定》第 48 条］、“对方当事

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民诉解释》第 95 条］、“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民诉解释》第 112 条］以及“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

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民事诉讼法》第 114 条］等后果。为了与

我国现有法律相衔接，本文认为应当将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为可反驳的事实推定。德国判

例中主张视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拟制自认，但是在我国法律框架之下，自认的事实可以直接作

为判决依据，约束法官心证，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可能失去救济途径，从而引发新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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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es’ Obligation to Clarify the Case Under 
Comparative Law

—The Burden of Proof in Labor Disputes as a Perspective

Hui Yuy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Labor disputes have their own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doctrines and legal provisions 
are not sufficient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between workers and employer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systems of the two leg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obligation of the parties to make statements and the obligation to file docu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a legal environment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explain the case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eliminating the controversy of traditional argumentation on the duty to state the 
fa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uty to state the facts and the system of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s argued. The obligation to explain in the case has an important value in balanc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 both parties in labor disputes and in discovering the objective truth, and it should be constructed 
and perfected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of the system of the obligation to explain in the case, the time of its 
application, the prerequisites,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s.
Key words: Obligation to clarify the case; Labor disputes; Burden of proof


